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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议鲁迅先生小说中的农民形象

“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他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这是我们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对鲁迅先生的文化上贡献的最高评价。作为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鲁迅先生以他那敏锐的洞察力，洞悉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国的社会现象，探讨疗救中国病态社会的药方，而鲁迅面对的中国社会问题，相当程度上又是农民问题。在鲁迅笔下，塑造了许多有代表性的农民形象，有饱受剥削压迫，一贫如洗，却又精神麻木的阿Q等男主人公，也有被封建礼教残酷迫害而苦苦抗争，最终悲惨死去的祥林嫂这样的女主人公。这些农民人物形象，归结起来说，他们都深受压迫却又未能找到出路，鲁迅正是创造这些人物形象，来深刻地揭示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国的社会问题，发人深思。还要提及的是，鲁迅成功地写出这样的作品，与他的出身、生活经历与创作动机有关。

做为一个爱国的知识分子的鲁迅，他呕心沥血地为祖国的富强而奋斗。孙中山、黄兴、秋瑾等人选择的是革命形式，而鲁迅选择的是文学形式。鲁迅起初选择并非如此。从《呐喊自序》中可知，他先学医，后才弃医从文。原因是在日本仙台学医时，有一回，竟在幻灯片上忽然会见久违的许多同胞，一个被日本兵绑在中间，许多站在左右，一样是强壮的体格，而且显得麻木的神情，据解说，则绑着的替俄国做军事上的侦探，正要被日军砍下头颅来示众，而围着的便是来赏鉴这示众的盛举的国人。鲁迅自此之后，“便觉得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凡是愚弱的国民，既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这是鲁迅走上文学道路的原因。要拯救国民的精神，就要向几千年以来的封建传统伦理道德开战，让人民大众看清它的本质，从而在精神上解救出生命活力。鲁迅改变人们的精神方面，不仅从塑造统治者，知识分子形象，更多的从塑造贫苦农民形象体现出来，因为农民占中国人口的大多数，关注他们的命运，是鲁迅小说创作的重点。在这里我试谈谈鲁迅是如何在他的文学作品中以塑造农民形象来体现国民的精神劣根的。

鲁迅小说中的农民形象可以归两类：一是做惯了奴隶的传宗接代的男性。一是处于重重压迫下的女性。

先谈谈第一类农民艺术形象：做惯了奴隶的传宗接代的男性。从这一类人身上所体现出来的是封建传统道德的冷酷、虚伪、陈腐、麻木、更主要是思想的愚味。《故乡》中的闰土，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贫苦农民形象。从他的成长过程就可知，他受封建传统的影响，成为一个奴性十足的愚味男人。少年时的闰土，“紫色的圆脸头戴一项小毡帽，颈上套一个明晃晃的银项圈”，夏天，能在月下海边的西瓜地里勇敢地与猹搏斗；冬天，又能在雪地里支起大竹匾捕鸟。还懂得“我”所不知道的新鲜事，一切都显得那么机灵能干，聪明，勇敢，使“我”佩服不已。而二十年后的闰土，“身材增加了一倍；先前的紫色的圆脸，已经变作灰黄，而且加上很深的皱纹；眼睛也像他父亲一样，周围都肿得通红，这我知道，在海边种地的人，终日吹着海风，大抵是这样的。他头上是一顶破毡帽，身上只一件极薄的棉衣，浑身瑟索着；手里提着一个纸包和一支长烟管，那手也不是我所记得的红活圆实的手，却又粗又笨而且有些开裂，像是松树皮了”（2）。一个何等天真烂漫、纯洁可爱的少年闰土，一经成年，在多子、饥荒、苛税、兵匪、官绅的重重压迫下，过着极为困苦的生活。更可悲的是，他不了解自己悲剧命运的根源，看不到任何摆脱自己悲剧命运的实际出路，只好在封建迷信和偶像崇拜中寻找精神上的慰安。他思想麻木，愚昧，有苦说不出。由于传统伦理道德观念的束缚，他根本没有与人平等的意识与要求，甚至在自己少年时的朋友“迅哥”面前，也终于恭敬起来，分明的叫道“老爷……”极可看出传统封建束缚对人的精神的戕害。

《阿Q正传》中的阿Q，他是鲁迅所要表现出的在数千年封建文化窒息下形成的中国国民性的弱点的集中体现者。为什么说阿Q是中国整个国民弱点集中体现者呢？就阿Q的阶级成分来讲，他是一个“上无片瓦，下无插针之地”的流浪雇农，但是从他身上表现出来的精神特征——精神胜利法，其普遍意义却超过了农民阶级。在其他阶级和民族身上都能见到各种精神胜利法。鲁迅写阿Q是干什么呢？多年来，鲁迅一直在深刻观察分析中国社会，竭力探索中国人的灵魂，他感到中国人在默默的生长，萎黄、枯死，就想勾画出这种沉默的国民的灵魂，而要重铸民魂，首先需要正视灵魂里的毒气和鬼气，就如古人所云：“知耻者近乎勇。”好比体的耻部，暴露出来难免令人羞涩，但人类新的生命不正是在那里孕育，在那里诞生吗？就这样，鲁迅在深刻解剖中国国民性的基础上，塑造出了阿Q这样一个超越时空，超越地域的精神典型。

鲁迅笔下的阿Q是不幸的。他“真能做”，却没有固定的职业，只给人家做短工：割麦便割麦，舂米便舂米，撑船便撑船。他没有片瓦寸土，长期寄居在一处祭祀土地神和五谷神——土谷祠里。他说他原本姓赵，但因为太穷，财主赵太爷认为他不配姓赵，于是他从此就被剥夺了姓氏。他快三十岁了，还是光棍一条，阔人可以三妻四妾，被视为体面的事情，而他只因为跪着向一位小寡妇吴妈求爱，就被大杠子敲打，不但赔了钱，而且断了生路，只剩下一条万不可脱的裤子了。阿Q这种想做奴隶而不得的境遇，正是几千年封建统治在物质上精神上的桎梏所致。

然而身为奴隶的阿Q却不思反抗，他有一种不知从哪里来的意见，以为革命党便是造反，造反便是与他为难。他进城时，看过杀革命党的场面，回来未庄后逢人便炫耀自己的见闻，“你们可看见过杀头么？咳，好看，杀革命党。唉，好看好看……”（3）他还扬起右手，在听得出神的王胡后颈脖上直劈下去。“嚓！”阿Q这种麻木的精神状态，正是鲁迅在仙台学医时看见的幻灯片上的画面的版本，如何叫鲁迅不深感悲愤。

最最可悲的还是阿Q的“精神胜利法”。所谓“精神胜利法”，简而言之，就是用精神上虚幻的胜利掩饰现实生活中的失败。阿Q炫耀过去：“我们先前——比你阔多啦！”又幻想未来：“我的儿子会阔得多啦。”唯独不正视不名一文，连老婆都娶不起的现实。阿Q明明被人揪住辫子在壁上碰了四五个响头，却用总算被儿子打了来自宽自解，于是心满意足。他被人抢走了偶而赌赢的钱，还挨了一顿乱打，于是自己抽自己两个耳光，似乎打人的是自己，挨打的是别人。这种自我分裂，自残自戕的办法，又使他转败为胜，心满意足。阿Q的这种“精神胜利法”是在几千年中国封建等级观念统治下的国民性弱点的普遍性的概括。一针见血地指出国民性劣根之所在。

   《风波》中的七斤，生在农村，住在农村，但从他的祖父到他，三代不提锄头柄了，是一个脱离农民阶级的典型人物。但他还是带有农民的那种善良、质朴的品质，然而又沾有小市民的狡猾。“他每日照例帮人撑着航船，每日一回，早晨从鲁镇进城，傍晚又回到鲁镇，因此很知道些时事。例如什么地方，雷公劈死了蜈蚣精；什么地方，闺女生了一个夜叉之类。他在村人里面，的确已是一名出名人物了，但夏天吃饭不点灯，却还守着农家习惯。”（4）这是他还没有完全脱离农民阶级的一个特征。北京张勋复辟了。皇帝要坐龙庭了，只因自己没有了“辫子”，使得全家都过着心惊胆颤的日子，这正是乡下农民的那种胆小怕事，没有文化以及愚昧的麻木的思想，导致了他悲剧命运结局的必然性，也就是自己的命运受到封建传统的无辜摧残，损害，却仍不知觉悟，做惯了奴隶而不可得的一时不适应的一种心态。 

鲁迅小说中的第二类农民形象；处于重重压迫下的女性。他们是中国封建传统伦理道德观念下的牺牲品。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妇女除了受一般劳苦群众所受的压迫外，同时还受着整个男权社会的压迫，夫权是套在她们身上的一副沉重的枷锁。在封建伦理道德观念中，女性从来不被当做独立的人看待，她们不应该有自己的独立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权利，也不应该具有独立的人格；她们的存在是属于丈夫的，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夫在从夫，夫死从子，一生不具有自己的独立性。此外，贞节观念更是束缚她们的一种道德桎梏。“节烈苦么？答道，很苦。男子都知道很苦，所以要表彰她。凡人都想活；烈是必死，不必说了。节妇还要活着。精神上的惨苦，也且弗论。单是生活一层，已是大宗的痛楚。假使女子生计已能独立，社会也知道互助，一人还可勉强生存。不幸中国情形，却正相反。所以有钱尚可，贫人便只能饿死。……”（5）
《祝福》中的祥林嫂，她是旧中国农村劳动妇女的典型。她勤劳，善良，质朴，顽强，但在旧社会她却不但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反而成为一个被践踏、被迫害，被愚弄、被鄙视的人物，以至被旧社会所吞噬，对于封建礼教横加给她的种种迫害与摧残，她曾经进行不间断地挣扎与抗争；在被虐待，被出卖，被迫再嫁时，她挣扎；面对种种讥讽，侮辱与伤害，她给以无言的抗议；对灵魂上的迷信枷锁，她更是拼命地抗争；直至怀疑灵魂的有无。这一切都表明她是一个很不容易被压垮，被吞噬的人，但终究还是被旧社会压垮，吞噬了。不但平平安安地做人权利没有争得，就是完完整整地保全自身的希望也已破灭。

祥林嫂的挣扎与抗争，从她一系列的行为可以看出，完全是出于自发的，她对自身的抗争，还缺乏明确的认识，而且在很大程度上还带有浓重的封建宗法思想和封建迷信色彩。她不但没有认识到封建势力和封建迷信思想是摧残她的主要敌人，而且常常把生活的希望寄托于封建势力和封建迷信思想。为了逃避在婆家难堪的虐待，她到地主家帮工；为了反对婆家的捆卖再嫁，她进行了“出格”的挣扎，以保持自己的“贞节”，她并非不想为自己的丈夫守节，而是她自己没有独立的选择权利。婆家人像卖牲口一样卖掉了她，使她守节不成；为了摆脱她灵魂上的精神枷锁，她倾其所有到土地庙里捐门槛……。因此，她抗争的结果不是跳出“苦海”，而是进入“狼窝”，最终怀着恐怖走向更加痛苦的深渊。从某种意义上讲，祥林嫂的反抗本身就带浓厚的悲剧性，她临终时对“灵魂”的有无的疑惑，包含着反抗命运的意义，她希望死后能见到儿子。这是对命运的反抗；更希望死后没有地狱，不被锯成两半，这也是对命运的反抗。不过她还没有明确地意识。祥林嫂的悲剧，是一个社会的悲剧，造成这一悲剧的根源，是封建礼教对中国劳动妇女的摧残和封建思想对当时中国社会的根深蒂固的统治。

   《祝福》中的另一个农村女性柳妈，我们很容易把她看作是帮助鲁四老爷杀害祥林嫂的凶手。其实，柳妈和祥林嫂同样是一个旧社会的受害者，虽然她脸上已经“打皱”，眼睛已经“干枯”，可是在年节时还要给地主去帮工。可见她也是一个受压迫的劳动妇女，但是，由于她受封建迷信思想和封建礼教的毒害很深。相信天堂，地狱之类的邪说和“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理学信条，所以她对祥林嫂改嫁时头上留下的伤疤，采取奚落态度。至于她讲阴司故事给祥林嫂听，也完全是出于善意，并非要置祥林嫂于死地，只是结果适得其反。她主观意愿和客观效果的矛盾说明柳妈是以剥削阶级统治人民的思想——封建礼教和封建迷信思想为指导，来寻求解救祥林嫂的“药方”的，这不但不会产生“疗效”的效果，反而给自己的姐妹造成了难以支持的精神重压，把祥林嫂推向恐怖的深渊之中。

《明天》中的单四嫂子。在死了丈夫之后，唯一的希望就只能寄托在自己的儿子小宝身上；但社会的冷漠使她连小宝的性命都没有保住。她是一个典型的悲苦的守节妇女。丈夫死后，尽管心中有生活的追求，但也不敢再嫁，再苦再累也默默地承受着，以儿子小宝作为自己的精神支柱在唯一的希望小宝死后，她的精神世界一片空白。在她的面前，那无尽无休的明天将意味着什么呢？她完全是封建伦理道德观念下的牺牲品。

《离婚》中的爱姑，看来是很有反抗性的，但她反抗的并非是旧的婚姻制度本身。她全凭娘家的势力而敢于对公婆，丈夫口出“狂言”，但一遇到从城里来的知书识理的七大人的正颜厉色，她的反抗性便化为泡影了，最终，她还是被丈夫一家逐出了家门。又一个成为了封建婚姻制度下的牺牲品。

鲁迅对中国传统制度下的妇女的悲惨命运的深刻揭露，主要是表现在他始终是从封建的婚姻制度和昏乱的妇女观来探讨，并表现妇女的命运的，这比那些从单纯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来诉述妇女的不公平待遇的作品具有更丰富，更深刻的文化内涵。

鲁迅说过“我的取材，多来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6）所以他在《呐喊》和《彷徨》中所塑造的人物形象都是按照这个方法去创作的。小说中的农民形象，男性有男性的劣性，女性有女性的弱点，造成这些劣性与弱点的根本源就是几千年的封建礼教、封建迷信思想对当时中国社会的根深蒂固的统治。也就是这些做惯了奴隶的贫苦大众，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不自觉地维护着封建传统制度和封建迷信思想的统治地位。使农村中不管是男性还是女性都走向更加痛苦的深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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